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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的国共关系:
从延安观察组到政治协商会议
———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为基础的考察

周 昌 文,潘　洵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二战后期继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之后,同盟国着手进行战后秩序安排.在此全球背景之下,

国共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政府较以往更加积极地介入国共谈判,调解冲突.本文试图从国际的视角审

视并还原这段历史,深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重新梳理１９４４年７月美国观察组进驻延安到１９４６年１月政治

协商会议召开期间的国共关系,着重探讨美国政府在调停国共关系中的作为.从而全面揭示在二战后期同盟

国进行战后秩序安排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对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对

中国近代历史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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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共同抗日.但在此前提下,仍存在重大分歧和冲

突,因此产生了“两党遇事协商”的特殊合作形式,双方谈判持续不断.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抗战

经历了中立、不干涉到积极援助的转变.二战后期继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之后,同盟国着手进行

战后秩序安排.在此全球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较以往更加积极地介入国共谈判,调解国共冲突,以
实现赢得二战胜利,布局全球战略的目的,对中国政局及中国战场,尤其是国共关系发生了重要的

影响.

关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至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一时期有关美国与国共关系及其影响,国内

学界已有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专著方面,如陶文钊的«战时美国对华政策»[１]、牛军的«从延安走向

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２]与«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３]、杨奎松的

«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４].论文方面,代表性的如牛军«浅析重庆谈判的国际背

景»[５]及«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６]、陶文钊«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

系»[７]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８]、赵红«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

的因应»[９].已有研究在美国对华政策、美国与中共关系、美国与国共关系及其影响等方面均有深

入探讨,但在研究视野及资料利用方面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本文试图从国际的视野,充分运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还原和审视这段历史.在

此基础上,重新梳理１９４４年７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经过１９４５年８月重庆谈判,到１９４６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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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的国共关系,着重研究美国政府在调停国共关系中的作为,和国共两党在此

一时期的互动.从而全面揭示在二战后期同盟国进行战后秩序安排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的这些

作为对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国共关系仍旧僵持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８日,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通过美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Merrell)致
电罗斯福,表示美军观察组已获得蒋介石批准,一旦准备完毕即可成行[１０]２３４.观察组进驻延安后,
发回了一系列报告,反映出中共所领导的延安政府积极向上的一面,其中更有预测战后中国将由中

共领导,同时也提出了开展其联合抗日与调停国共冲突的计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双方的合作局面基本形成.但就怎样合作的种种具体问题,国共之间举

行过多次谈判.主要围绕组织方式、领导结构、军队改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性以及军事冲突等

问题展开.虽经过多次谈判,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各自军队及统治地区范围这

两个最根本问题上分歧依旧很大.１９４４年７月５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电传美国国务卿,指出中

共边区主席林伯渠表示近来国共谈判次数仅有３次,国共合作陷入僵局.高思在电文中强调,根据

林伯渠的声明,美方可以确定国共谈判情势仍旧远离最终解决的局面[１０]４６３Ｇ４６３.
针对国共谈判的僵化局势,国民党内部自由派人士意识到美国政府在调停双方纠纷中的重要

作用.昆明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民党官员向美方表示,若当下美国不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迫使其加快民主化进程,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将更加的独裁化.该国民党官员还向美方表示,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之前“无脸”面对罗斯福总统,因为蒋无法回答罗斯福关于中国成立立宪政府的

问题.这位官员认为,蒋一直以来将罗斯福以“兄长”看待,应针对蒋介石对美的态度抓紧促进中国

政府的改组[１０]４７６Ｇ４７７.
美国政府也注意到中共所发出的希望和平与民主的呼声.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赖斯(Rice)

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指出,根据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发回的报告,中共虽受到国民政府严厉封锁,但
仍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双方分歧,促成民主政府[１０]４８３.针对中共到底是否积极抗日,美国通过在陕甘

宁区域的欧美人士传来的情报也作出了判断,即虽然无法完全证实中共所发表的抗敌成果,但能够

确定的是中共军队在近期的抗日作战中没有做出退让,国民党方面指控中共停止抗日的报道只是

宣传攻势而已[１０]４８９.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９日,林伯渠从延安启程经西安赴渝[４]１８２,并于５月１７日抵达重庆与国民政府进

行谈判,中断近一年的国共谈判再次恢复[１１].蒋介石在林来渝之前表示:此次谈判“我方应首先提

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１２].７月１３日林在重庆与美国驻华使馆

二等秘书华德(Ward)就国共谈判条件交换了看法.林重申了中共的最低要求,即中共军队获得认

可以及对国民政府开展民主化改造.林表示国民党方面仍未就此作出任何回应,并将继续留在重

庆,等候国民政府的消息.

二、“五点协议”的反复及国共谈判再现僵局

观察组在延安工作的同时,史迪威与蒋介石间的矛盾也越发严重.史迪威从美国远东利益出

发,主张一视同仁看待中国各方抗日力量,试图联合中共抗日.而蒋介石作为一名政治家,自然以

巩固自身及其所领导的政党为首要任务.因此蒋介石对史迪威支持中共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

１９４４年８月３日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将军共同决定派遣赫尔利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关系,协调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１０]２４７.赫尔利于９月６日抵达重庆,９月８日即列出了其在中国担任

协调工作的议程.在这份１０点的议程中,赫尔利着重强调,中美合作联合所有在华军事力量抗日,
将其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协助蒋介石政治统一中国[１０]２５９.



此时的中共,表现出积极配合美国调解的姿态.９月２３日,谢伟思受邀与朱德进行了深入对

话.朱德很希望得到美方在国共问题上的看法,希望赫尔利能够访问延安,以此在国共谈判问题上

施压国民政府.朱德指出国民政府是中国当下的执政者,又受到美国支持,因此共产党始终不会放

弃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对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朱德表示,共产党决不会同意解除自身武装,共产

党也不强求国民政府援助其抗日武装.朱还指出,当下只有美国方面能够统领中国所有抗日力

量[１０]５８９Ｇ５９１.
此外,谢伟思还与毛泽东进行了数次交谈.毛明确表示美国在国共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希望

从谢伟思方面知晓美国政府的确切对华政策,希望美国政府支持中共提出的组建“联合政府”的提

议.谢伟思在备忘录中总结到,中共当下坚信美国有能力影响国民政府并将决定中国战后是否会

爆发内战,中共渴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担心美国疏远与中共的关系[１０]５９９Ｇ６０４.
通过与中共高层的对话及其自身的调查,谢伟思在写给史迪威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应

基于两点考虑.首先,不应寄希望于蒋介石政府;其次,在不考虑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反政府力量的

情况下,不能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确切的说是美国的问题[１０]７０９Ｇ７１０.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７日,美国驻华使馆建议赫尔利与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会谈,明确

表示美方希望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并且双方若能够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应安排毛泽东与蒋

介石见面会谈[１０]６５０.１０月２１日,林伯渠、董必武电传赫尔利,表达了中共方面很希望与赫尔利进

行会谈.２天后,林、董当面将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转交赫尔

利,表明中共与国民党真诚合作抗战的立场.
赫尔利于１０月２８日提交了一份«协议的基础»的５点文件.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统一军事力

量以共同抗日;两党认可蒋介石为国家及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两党遵循孙中山三民主义准则,建立

民主政府;国民政府认可中共为合法政党,所有中国政党将给予相同的平等、自由、合法地位[１０]６５９.

１１月７日,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对赫尔利五点协议基础文件进行了修订.在这份修

订的协议文件中,国民党强调中共军队需受国民政府及国家军事委员会指导;中共军队只有当受到

国民政府认可后方能拿到与其级别相适应的薪水待遇.同日,赫尔利抵达延安并与毛泽东举行了

正式会谈,赫尔利表示美方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但双方面对共同敌人日本,这是一个基点,所以他此

行是为打败日本“这一民主国家的敌人而来”.赫尔利将此前起草的５点协议转交毛泽东,并表明

这是他的主意,但协议最终将由国共美三方共同完成,且这份协议已获得蒋介石的批准.
赫尔利解释了起草该协议的目的在于联合中国各种力量抗日并防止战后中国爆发新的内战.

他此次赴华调解国共关系是受罗斯福总统之托,总统迫切希望中国能与美、英、苏三国并列四强之

一.赫尔利向毛泽东传达了他与蒋介石交谈的情况和他的意见看法,称其已认识到蒋介石一直以

来有反共情绪,但蒋更希望中国能够拥有和平统一的政治环境,且相信共产党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

的意愿.[１０]６７４Ｇ６７７

毛泽东就赫尔利所起草的五点协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毛认为,当下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与构

成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未来的政府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中间党派共同组成且相互享有

平等的权益.毛还提出在不解散中共控制区域抗日力量且不放弃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中共希望

与国民政府达成谈判协议.毛称其很长时间以来便有打算与蒋介石会谈,现在因为双方共同的朋

友赫尔利先生到访,望能够突破阻碍,与蒋亲自见面协商解决问题[１０]６８４Ｇ６８７.随后在１１月１０日,赫
尔利与毛泽东签字达成«五条协定草案»[１０]６８７Ｇ６８９.

国民政府在１１月１５日由王世杰与张治中向赫尔利提出了４条“反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国
民政府仅将在必要情况下认定中共的合法地位,且中共军队将受命于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

会[１０]６９７Ｇ６９８.
谈判陷入僵局,中共希望获得合法地位,联合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而国民党方面是绝不会答



应的,若承认了中共合法地位且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自身的统治必将受到重创.赫尔利作为西方

政党体系下所派出的调停者,对于中共联合政府的提议自然会答应,此提议是符合西方政治理念

的,但这却大大背离了国民政府的执政意愿.

三、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推动重开国共谈判大门

针对双方就协议条款所发生的冲突,赫尔利于１１月１６致电罗斯福,称其在返回重庆后才发现

双方对协议条款所产生的分歧有如此之大.赫尔利称蒋介石认为若国民政府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

条款,将使得国民党丧失对政府的控制权.赫尔利认为蒋的此种观点有失客观与公正,虽然蒋希望

中国能够政治统一,但却不愿意展现出是在中共的压迫下所做出的妥协.第二天罗斯福回信赫尔

利,肯定了他为中国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并正式通知赫尔利已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１０]６９９Ｇ７００.

１１月２１日,王世杰提出了更为详细准确的３点协议修改意见,内容为:１ 国民政府为达成中

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

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饷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

共产党为合法政党.２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

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３
国民政府之目标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
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１０]７０６Ｇ７０７.

１２月１２日,赫尔利致信罗斯福,表示共产党所提出的协议并没有受到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切

实考虑.但尽管如此,蒋介石仍旧告诉赫尔利,他本人很希望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赫尔利认为

蒋介石没有接受中共所提出协议,意味着错过了达成共识的最好时机.蒋介石向赫尔利解释其因

为过于忙碌,难以处理,恳请赫尔利能够继续协调双方关系,重开谈判大门[１０]７３３Ｇ７３４.
当天美国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在其备忘录中针对谈判僵局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戴维斯认为,

或许在未来某个时机国共中一方会提出重启谈判的意向,但就现在局势看来,双方协议的大门已经

关闭.针对此情况,特别是在美国对日作战消耗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美国应该改变对华政策.他建

议美国政府应明确地向蒋介石表明其愿意支持中国任何一支抗日力量的态度,将坚决不支持任何

企图挑起中国内战的一方[１０]７３５.

１２月１６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指出当前的谈判表明国民党方面缺乏应有的诚意,国民党不

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同日,毛泽东通过包瑞德转告罗斯福总统,表示听闻美国愿意与

任何对日作战力量合作,中共亦非常同意此项政策[１０]７４０Ｇ７４１.１２月２０日,赫尔利回信毛泽东与周恩

来,表示很高兴中共仍旧对谈判抱有信心,并邀请周恩来再赴重庆进行谈判[１０]７４４Ｇ７４５.２８日,周恩来

致电赫尔利,提出４点建议,首先释放所有政治犯;第二,撤出陕甘宁边区、新四军及南方地区共产

党区域周边的国民党军队;第三,废除一切压迫民众自由的政策;第四,停止任何秘密情报活

动[１０]７５５.赫尔利回电毛周二人,表示中共提出具体要求违背了先前双方所达成的当下仅就协议基

本框架问题达成共识的承诺,赫尔利认为现在还不是讨论谈判具体条件的时刻.赫尔利再一次告

诉毛周二人,根据其在重庆的观察,国民党政府是有诚意就谈判做出让步的,希望双方仍按照计划

进行谈判.此外赫尔利还提出,由于周恩来暂时不能再赴重庆进行谈判,国民政府愿意派遣宋子

文、王世杰、张治中及他本人前往延安,在双方取得基本共识后再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前往重庆

继续谈判[１０]１６３Ｇ１６４.
进入１９４５年,面对国共间仍旧不明朗的复杂局面,美国政府中国事务处对当前双方关系做出

了新的评估及展望.中国事务处在一份传给赫尔利的备忘录中表示,国共双方近期和解希望不大,
若国民政府能够击败日军,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将会更加强硬.报告的结论是,只有在双方军事

力量能够通过一个类似联合指挥委员会或盟军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国共双方才有可能达成一定程



度的和解,共产党势力也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能完全参与到政府工作事务之中[１０]１７０Ｇ１７１.
在２月１８日传给国务卿的函电中,赫尔利讲述了近期的谈判情况.赫尔利称,周恩来在谈判

中再次重申了希望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的观点,但不同意对共产党军队进行改组,而是希望对整个

中国军队进行重组,且欢迎在联合军事委员会中有美方代表出席.蒋介石则在谈判中表示其将在

５月４日起草新的宪法,将政府权力还之于民.
此后,周恩来与王世杰被任命共同协商成立一个能够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机构.２月３日,王世

杰代表国民政府将成立该组织的协议草案发给了赫尔利.该组织被命名为“政治咨询会议”,其功

能在于促进立宪政府的成立、联合各方军事力量、确保各党派成员在政府中占有相应席位[１０]２２３Ｇ２２９.
在谈判中,国民政府在４个方面对中共做出了一定让步.第一,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第二,将

中共及其他党派纳入行政院体系以组成战时内阁;第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包含一名中共高

级将领;第四,由美国主持,加上国共,三方共同商讨中共军队重组及补给问题[１０]２３３Ｇ２３４.周恩来在

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前发表声明表示:“王世杰只说了在国共谈判中政府方面提出的所谓让步,而并

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或前提下,才有这些所谓的让步.”[１３]

四、促成国共领袖历史性的重庆谈判

６月２８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庄莱德(Drumright)在备忘录中总结了１９４５年上半年国共

局势情况.指出国民政府虽承认了中共合法地位,但仍不承认其军事力量的合法性.此外,最近从

延安方面所发表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也进一步说明,当前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及各国政

府面前丧失合法性.并且随着共产党七大的召开,预示着中共将在其控制区域单独建立政权,这一

做法显现出中共完全没有与国民党统一的打算[１０]４２２Ｇ４２３.

６参政员访问延安后于７月５日回到重庆,并带回中共所提出的延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国共

与中间党派在政治协商会中三方平等的要求.赫尔利认为中共此举意在拖延时间,以等宋子文在

苏联谈判的效果[１０]４３０.８月１５日,日本裕仁天皇广播«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对同盟国无

条件投降.当日,蒋介石告诉赫尔利中苏间条约即将签订,借此机会,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邀请毛

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赫尔利认为若毛接受邀请,即意味着国共间冲突将仅涉及政治层面.蒋介

石也将有机会向中国民众展示其在战后和平时期仍像战时那样的领导能力[１０]４４６.
毛泽东于８月２８日抵达重庆,９月２日即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谈判,这天也恰好是日本投降

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就双方谈判形势,赫尔利在即将离开

重庆返回华盛顿之前,于９月２３日向国务卿进行了汇报[１４].赫尔利称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将共同

合作为战后重建及防止内战组建民主政府;在领导人问题上双方表示支持蒋介石为中国最高领导

人;双方进一步表示将努力恪守孙中山三民主义原则,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政府;中共

称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执政党并在成立民主政府前的过渡时期支持国民党执政;此外关于释放政

治犯、言论、出版、结社、信仰自由等问题双方亦达成共识.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国共仍未达成共识,
虽然双方都做出了一定让步.其中一点是,共产党要求在某些省份有任命、挑选或选举共产党省主

席或市长的权力.而国民政府则认为,直至通过宪法和民主政府建立时为止,任命省主席和官员的

特权是属于民国总统的.另一点双方接近达成一项协议但还没有最后同意的是战后和平时期国家

军队里中共部队的数量问题.共产党最初要求４８个师,国民政府则提议给予共产党２０个师.
赫尔利认为这次会谈总的成就是保持国共双方继续就战后和平时期的合作问题进行谈判,而

在这之前各方都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赫尔利告诉中共及国民党参与谈判的人员,不要试图解

决太多过于细碎的问题,而应当在政府改组、军队改编等重大问题上达成框架性协议,此后再就细

节问题达成共识.赫尔利建议双方应首先在基本条款上达成协议,这样才能助于最终协议取得共

识[１０]４６７Ｇ４６８.



谈判进程逐渐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１０月２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致电赫尔利,表示

中共已同意将其军队改编为２０个师并纳入国民政府军队组织中.将成立军事委员会以商讨中共

军队何时划入国民政府军序列,此委员会成员将包含叶剑英及其他由叶推荐的官员.

１０月８日,周恩来致电美国驻华大使馆,称毛泽东将在第二天启程返回延安.国共间正在起

草一份联合声明,且将在毛离开重庆当天发布.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

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等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该协议的签署,标志

着国共领袖的重庆谈判取得重要进展,也成为国共关系的里程碑.
协议共１２条,其显著特点是既记载了双方一致之处,又记载了双方的不一致之处[１４]８２５.例如

解放区问题,特别是在山东、河北、绥远及察哈尔等地.中共希望这些地区的领导人由该地区下级

村庄选举产生,但国民政府坚持由中央政府任命[１０]４７２Ｇ４７３.

五、马歇尔受命赴华促成国共停战协定

因双方在政治、军事上仍旧分歧,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订发布后,国共间并没有像

各方所设想的那样关系平和下来,双方仍然不时发生冲突.１０月３０,毛泽东秘书王炳南告诉罗伯

森,称国民党与伪军及日军联合排挤中共.此外,王称国民党获取了美军的帮助,武器装备了大量

部队[１０]４８２.
美国政府在此阶段更换了针对国共谈判的协调者,马歇尔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赫尔利的继任

者.１２月１５日马歇尔即将赴华前,杜鲁门总统致电马歇尔,说明了现阶段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美国政府相信,在现阶段,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国政府有利于联合国及世界和平.一直以来美国政

府秉承内政问题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的原则,但在本世纪某个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将会影响到整个

世界的和平.因此,中国人民能够和平解决内政问题对于世界至关重要[１０]７７０Ｇ７７３.
马歇尔抵达南京后于１２月２１日与蒋介石见面交换看法,蒋介石向马歇尔表示,中共对于美国

介入所做出的反应,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中共本身,更多是由莫斯科方面所决定.虽然中共与苏联方

面始终否认双方之间的关系,但实际情况是中共的对外政策受到莫斯科的持续影响.蒋介石提出

两条要点,首先希望在莫斯科举行的英美苏三国外交部长会议上能够达成实质性成果,已促使苏联

遵守其与盟国间的约定.第二,国民政府意图控制东北,以确保全国的统一.只有在东北部署足够

多的兵力,才能对中共产生威慑作用,促使其必须选择政治途径解决与国民政府的纠纷[１０]７９７Ｇ７９９.

１２月２３日,马歇尔在重庆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人.马歇尔表示,虽然他

是受杜鲁门总统委托作为派往中国政府的美国使者,但在华期间除了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进行沟通

以外,同样很乐意与中共代表展开对话,促成双方的和解.马歇尔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似乎还没

有完全意识到美国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为远东地区的和平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牺牲.现在对外

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国内民众希望尽早结束这场“家门外”的战争,不希望来之不易的远东和平局面

被国共间的冲突打破.杜鲁门总统寄希望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能够促成各方的和解,不再出

现一国拥有两支独立军队的局面.周恩来指出:“中共希望在中国实现的民主不是像日本那样保留

天皇的伪民主,而是以美国模式为榜样,建设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民主社会.”[１０]８００Ｇ８０４

１２月２９日,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斯普劳斯(Sprouse)在备忘录中表示,近来一位中共代表向他

展示了一份中共递交给国民政府的停战协定书.在该份协议中,中共提出三点.第一,国共双方向

各自部队下达命令,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其次,接收战俘、解除日军武装、收复伪军等,必须在国共

停战后经双方和平谈判予以解决.第三,为确保落实第一及第二点,需成立一个由各方参与的全国

委员会组织,且该组织将派员赴已发生国共冲突的地方,调查事态情况,并向委员会汇报[１０]８２７.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王世杰找到马歇尔,表示国民政府将针对中共１２月２９日所提的３点回复一

份协议.第一,立即停火;第二,国共各派一位代表同马歇尔一起商讨停火、恢复交通线、日军受降



等事宜;第三,由政治协商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访问受争议地区,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马歇尔认

为王世杰所称协议前两点有利于解决当前问题,但需将第三点中所提委员会升级为一个由美国领

导的指挥协调机构(即“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机构将包括美方在内的国共三方代表.马歇尔相信

只有成立这样一个实体机构,才能有效地沟通调解国共停战事宜,且该机构所发出的指令将由蒋介

石与毛泽东签署后执行[１０]１Ｇ２.

１月３日,周恩来就王世杰所提３点协议递交了中共的提议.中共的提议中亦表示应成立一

个三方代表机构,统一指挥部署停战事宜.[１０]１０第二天,王世杰经过与马歇尔商讨,国民政府草拟了

一份提案,同意成立军调处,但这份提案并没有及时发给中共代表.[１０]１９１月５日,马歇尔再次会见

周恩来,表示国共双方反复提出新的协议,这样持续下去即使数周也未必能达成实质性进展.因此

建议在美方出面的情况下,国共双方代表共同出席商讨停战一事,周对此表示同意,并在５日当天

确立了谈判代表.国民政府代表为张群,中共方面则是周恩来.[１０]２５Ｇ２６

１月７日上午１０点,张群、周恩来在马歇尔位于重庆的住所开始了第一次三方会谈.张群首

先提出讨论停火问题,并给出三点意见.第一,全面停火;第二,恢复交通;第三,各方停火后,部队

仍维持原位.随即,周恩来针对以上三点提出了中共的想法.周恩来认为应在全国范围内停火,且
需要确定一个切实的停火时间;恢复交通除包括铁路、公路、船运外,还应涵盖电报、邮政等各种交

通与通信服务;而就停火后部队维持原位问题,周未给出更多意见.
张群表示,虽然应在全国范围内停火,但在满洲以及华北大部分地区,因国民政府对这些地区

的接管工作仍在进行中,国民政府必须继续维持其在这一区域的军事行动.张群指出,在满洲即东

北五省的例外情况应写入停火协议中,而华北地区因中苏间协定,国民政府需接管热河的赤峰及察

哈尔的多伦.接着周恩来在东北问题上提出条件,若在协议中声明“在满洲九省的所有军事行动需

要经过各方磋商才能执行”,则可以将东北问题列入协议之中.
马歇尔亦感到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互不让步,随即提出暂时搁置这一问题,转而提出讨论停火协

议的内容.双方在停火后部队是否维持原位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周恩来坚持全国部队都应在停火

后维持原位,暂不移动,但这恰好与国民政府打算派兵进驻东北的计划相矛盾.马歇尔提出折中方

案,在停火协议生效后全国部队维持原位不动,等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后根据具体情况再发布命

令.

１月８日,会谈继续在马歇尔的住处进行.双方就停火协议达成４条共识.第一,立刻停止任

何武力冲突;第二,除特定地区以外,停止任何部队活动,但可保留用于复员、换防、补给、行政管理

与地方安全的军事活动;第三,停止一切妨碍交通与通信的活动;第四,将在北平成立一个军事调处

执行部,用于执行停火协议.该机构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其发出的命令将以蒋介石名义签署

后由军调处执行.

１月８日双方虽达成了４条共识,但在第二条协议中仍未明确表明哪些地区属于特定区域,可
继续军事活动.１月９日会谈中,张群表示根据中苏协定,国民政府除了应接管赤峰与多伦以外,
还有其他地区也应进行交接.但现在国共双方谈判争论不停,所以仅仅限定在赤峰与多伦两地进

行接管.周恩来则认为,现在国共应将谈判重点放在停火协定上,待停火后再谈接管问题.１月１０
日双方继续谈判,马歇尔表示在９日晚上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同意发布停战协定,且暂不考虑赤

峰和多伦驻军问题.东北问题暂不考虑使得谈判进展得以加快,约定在１０日上午１０点对外公布

停战协定[１０]４３Ｇ１２５,并规定最迟在１月１３日内国共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１５].
除了发布停战协定外,谈判三人会议还向蒋介石与毛泽东提交了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备忘

录,确保停战协定的落实,美方代表由华尔特罗伯逊(WalterS．Robertson)担任,并确定军调处

人员构成规模为４６５人,其中美方１２５人,国共各１７０人.３方部分人员应在１月１５日到达北平,
剩余部分最迟１月２６日抵达北平[１０]１２７Ｇ１２８.



至此,马歇尔赴华调停国共谈判终于促成了一定成果.１月１０日,根据此前谈判时的约定,国
共代表签署«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当天,国共领导人分别下达停战令,命令所属

部队自１月１３日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同日,受中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美结为盟国共同抗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政府坚信

只有中国在国内和平的局面下,才能充分联合包括国共在内的各方势力,以此为基础有效抵抗日本

侵略,并为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战后国际秩序奠定基础.在此背景下的国共关系,作为中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始终受到美国远东战略的影响.

延安观察组获得中共情报后,美国更加意识到全面介入国共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到一旦中国爆

发内战,很有可能出现中共掌权,而迫使美国在远东面对苏联与中共联合执政的局面.为此,美国

设法派遣政府与军事人员赴华,实地考察中国各方情况,取得第一手信息,以促成国共谈判持续下

去并取得进展.
近代中国发展史上,二战期间美国对华内政的积极介入程度前所未有,反观中国政府及政党方

面,总体上也对美国政府介入本国事务持开放态度.谈判中,国共美三方虽在各自范围内的具体利

益各有不同,但共同目标都是维护中国在战后能有一个和平的局面.为此,经过美国的协调,国共

间取得了一定共识,并先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与“停战协定”.虽此后内战仍全面爆发,“停战协定”
成为一纸空文,但各方努力之影响亦不容忽视.国共关系之发展,其影响因素固然众多,但不可否

认的是,美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共双方代表在最大限度维持自身利益情况下,从民族利益

出发,各自亦做出一定让步.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对日后中国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延续至

今,国共双方谈判过程及其得失亦对当今海峡两岸、两党关系发展有参考与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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